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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族际背景中, 检验两种效价族际接触的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1 从内地和新疆抽取有过族际互动经

验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内地、新疆的汉族、维吾尔族样本量分别为 448、791, 375、901), 研究 2 从宁夏抽取

回族和汉族中学生(回族 565, 汉族 957)。两个研究共在 6 个样本上检验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

应, 并检验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积极族际接触明显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积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

触意愿越高, 消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低, 积极族际接触的促进效应大于消极族际接触的阻碍效应; 族

际自我效能部分中介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 能更有效的中介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 两种效价族际

接触的效应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间总体上没有预期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于了解我国族际接触的现状和效应、丰

富群际接触研究证据有理论意义, 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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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族际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在社会稳定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建国至今, 
中央与地方在多个层面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致力

于构建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当前, 我国民族关

系总体态势稳定, 但消极族际态度与偏见依然存在

(高承海, 党宝宝, 万明钢, 2013), 阻碍族际交往交

流交融, 加深民族隔阂, 致使社会稳定和发展成本

增加。基于该现状, 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及“严密

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

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因而, 在发

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促进族际团结与共同发

展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李森森, 龙长权, 

陈庆飞, 李红, 2010), 这自然吸引了包括心理学在

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关注(辛自强, 2018)。 
十九大报告中涉及的促交流、促交往、促交融

与反暴恐、反分裂、反极端, 对应族际关系和互动

中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根据效价进行区分在包括

族际接触在内的群际接触研究中同样存在, 即分为

积 极 接 触 和 消 极 接 触 两 类 (如 Berge, Lancee, & 
Jaspers, 2017; Techakesari, Barlow, Hornsey, Sung, 
Thai, & Chak, 2015)。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有关群际接

触的研究历史悠久, 有众多实证基础的群际接触理

论成为群际关系研究和偏见消除实践中最具影响

力 的 理 论 之 一 (Pettigrew & Tropp, 2011; Vezzali, 
Hewstone, Capozza, Giovannini, & Wölfer, 2014)。然而, 
Pettigrew 和 Tropp (2006)基于 713 个独立样本的元

分析发现仅有不足 5%的样本涉及消极接触。换言

之, 先前群际接触研究存在“积极偏向”, 更多关注

积极接触效应及其机制, 而消极接触效应及其机制

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这种研究传统并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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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接触不存在、研究不重要或无助于群际关系改

善, 而是因为群际接触研究具有政策关联性, 即帮

助制定或评估降低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的政策, 
研 究 积 极 群 际 接 触 能 够 更 直 接 地 达 成 这 一 目 的

(Graf & Paolini, 2017)。在现实生活中, 群体间消极

接触的确存在, 如不愉快的互动、不公正对待、歧

视, 且会对群际态度、群际接触意愿与行为产生负

面影响(Jasinskaja-Lahti, Mähönen, & Liebkind, 2012; 
Kauff et al., 2017; Mazziotta, Rohmann, Wright, 
Tezanos-Pinto, & Lutterbach, 2015)。此外, 建立在

积极接触研究基础上的群际接触理论面临解释力

不足的困境, 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多民族或种族国家

和 地 区 , 接 触 越 多 偏 见 越 深 (Ayers, Hofstetter, 
Schnakenberg, & Kolody, 2009; Cernat, 2010)。基于

此, Pettigrew (2008)呼吁对消极群际接触进行更多

研究, 全面探究群际接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 拓

展群际接触理论。近年来, 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接

触的研究逐渐增多, 研究结果表明在稳定或不存在

严重隔离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接

触经验要多于消极接触经验(Graf, Paolini, & Rubin, 
2014; Mähönen & Jasinskaja-Lahti, 2016; Paolini, 
Harwood, & Rubin, 2010); 而在冲突的社会情境下, 
消极接触经验则多于积极接触经验(Visintin, Green, 
Pereira, & Miteva, 2017)。我国多民族关系总体和谐

稳定, 据此并结合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1： 
假设 1：在我国族际背景中, 积极族际接触多

于消极族际接触。 
大量研究已表明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和互动

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Pettigrew & Tropp, 2006), 近

年来有关消极接触的研究则发现消极接触会对群际

关系和互动产生消极阻碍效应(Graf & Paolini, 2017)。
传统的群际接触假说认为积极接触能带来偏见降

低等积极效应, 但该效应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群际

双方愿意接触, 因而选择接触意愿作为结果变量是

有价值的(Ron, Solomon, Halperin, & Saguy, 2017)。
已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对群际态度中的情感和行

为成分的效应不同(Tropp & Pettigrew, 2005), 循此

思路关注行为意愿是有必要的。关于接触经验与接

触意愿可能的关系, 一方面, 有更多的积极接触意

味着群际双方所处环境中, 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另

一方面, 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分析, 更多的积极接

触形成相应的习惯, 积极接触的行为受到强化, 继

而有更高的接触意愿; 相应的, 消极接触则会损害

接触意愿。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族际接触经验与族际接触意愿有显著

相关。 
假设 2a：积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

越强。 
假设 2b：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

越弱。 
随着消极接触研究的逐步推进, 两种效价接触

效应的相对大小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但现有

的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群际关系领域中的效价

不对称模型(Graf & Paolini, 2017; Paolini & McIntyre, 
2019)认为 , 相较于积极接触 , 消极接触中的群体

身份显著性更高, 而群体身份显著性会促进积极和

消极接触效应由个体层面泛化至群体层面, 因而消

极接触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Graf & Paolini, 
2017; Paolini et al., 2010)。该观点得到一些实证研究

的支持(Barlow et al., 2012; Hayward, Tropp, Hornsey, 
& Barlow, 2017)。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对

群际关系的影响大于消极接触(如 Pettigrew, 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 积极优势观认为积极接触

因为有数量上的优势而能累积更大的效应(Graf et 
al., 2014)。基于我国现实的族际背景, 尽管消极接

触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 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

总体态势稳定, 并已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民族关系, 权威制度支持积极接触而克制消极接

触,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进

效应大于消极族际接触的阻碍效应。 
在国外某些群际背景中的研究表明, 积极和消

极接触不仅可以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直接

影响(Aberson, 2015; Hayward, Tropp, Hornsey, Kate, 
& Barlow, 2018), 还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变量产生间

接影响, 如群际自我效能(Mazziotta et al., 2015)。自

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

成就的能力的信念, 该信念会影响随后的动机和行

为(Bandura, 1997)。有研究者将社会认知理论和自

我效能概念引入群际接触研究中, 并开发相应的测

量工具开展实证研究。比如 Gougeon (2015)在加拿

大两地大学生样本上发现积极替代接触能够提升

他们(原本关系疏远的)与土著居民接触的自我效能; 
Mazziotta, Mummendey 和 Wright (2011)在德国开

展的研究检验了自我效能在积极接触与群际态度、

群际接触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积极接触

能显著提高自我效能, 进而改善群际态度和增强群

际接触意愿; Mazziotta 等人(2015)的新近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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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自我效能在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的效应中起

到中介作用。族际自我效能是指在跨民族背景中的

特殊化的自我效能, 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具有成功开

展族际互动、建立族际关系、应对族际问题能力的

判断。依照社会学习理论和国外其他群际背景中的

研究发现, 直接或间接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即成

功接触经历, 将提升族际自我效能, 使得往后族际

互动的意愿更强, 而消极族际接触经验, 即失败接

触经历, 则会导致族际自我效能的降低, 继而导致

族际互动意愿的削弱。据此, 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4： 
假设 4：族际自我效能在族际接触经验与族际

接触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4a：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会提升族际自我效

能, 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 
假设 4b：消极族际接触经验会降低族际自我效

能, 进而减弱族际接触意愿。 
群际接触对群际结果变量的效应受到一些条

件的调节。Pettigrew 和 Tropp (2006)通过元分析研

究发现积极接触效应在多数群体上强于少数群体, 
新近的研究为此结论提供了更多证据(Binder et al., 
2009; Feddes, Noack, & Rutland, 2009; Gómez, Tropp, 
& Fernández, 2011)。他们认为, 在群际互动过程中, 
相比于多数群体, 少数群体成员更有可能知觉或预

期多数群体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 这种

倾向抑制了积极接触对于少数群体的群际关系所

产生的积极影响, 使得多数群体上的积极接触效应

相较于少数群体更大(Pettigrew & Tropp, 2006)。
Barlow 等人(2012)认为消极接触的效应也会受到群

体身份等条件的影响。相比于多数群体, 少数群体

在群际互动过程中更担心自己会受到歧视或偏见, 
因而对多数群体有更多消极的期待, 而消极接触的

发生正好验证了这种期待, 会被视为外群体歧视自

己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证明, 使得消极接触在少数

群体上的效应更大(Vedder, Wenink, & van Geel, 2017; 
Visintin et al., 2017)。换言之, 不论是积极接触还是

消极接触, 其效应对特定群际背景中的两个群体并

不是对称的。近年来, 有研究者在我国族际背景中

检验某种族际接触的效应 , 比如想象接触 (刘阳 , 
孙秀玲, 李红, 龙长权, 2014; 尧丽, 于海涛, 段海军, 
乔亲才, 2015)。本研究根据族际背景分为两个研究, 
研究 1 选取比较受关注的维吾尔族−汉族族际背景

(简称维汉族际), 以内地和新疆的维汉两族大学生

为被试, 研究 2 选取回族−汉族族际背景(简称回汉

族际), 以宁夏回汉中学生为被试。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 91.51%, 回族占 0.7943%, 
维吾尔族占 0.7555%, 从全国人口比例来看, 汉族

属于多数群体, 而回族、维吾尔族属于少数群体。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 5：积极族际接触和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

因族群身份差异而不同。 
假设 5a：积极族际接触效应在汉族样本上要强

于维吾尔族或回族样本。 
假设 5b：消极族际接触效应在维吾尔族、回族

样本上要强于汉族样本。 

2  研究 1：维汉族际背景中的检验 
2.1  被试 

内地汉族样本。在内地高校选取汉族被试(遵

循班级或寝室中有维吾尔族同学这一原则)发放问

卷, 回收问卷 480 份, 将不认真作答、项目漏答过

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除, 最终有效问卷共

448 份, 有效率为 93.3%。其中男生 195 人, 女生

253 人; 年龄在 17 至 25 岁(M = 20.33, SD = 1.66); 
大一 85 人, 大二 108 人, 大三 121 人, 大四 134 人。 

新疆汉族样本。在新疆高校选取汉族被试发放

问卷, 回收问卷 862 份, 筛除不认真作答、项目漏

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作答目标族群不符合要

求的问卷, 最终有效问卷 791 份, 有效率为 91.7%。

其中男生 275 人, 女生 505 人, 性别信息缺失 11 人; 
年龄在 16 至 25 岁(M = 20.13, SD = 1.23); 大一 192
人, 大二 393 人, 大三 195 人, 大四 8 人。 

内地维吾尔族样本。在内地高校选取维吾尔族

被试进行施测, 回收问卷 414 份, 将不认真作答、

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除, 最终

有效问卷共 375 份, 有效率为 90.6%。其中男生 140
人, 女生 235 人; 年龄在 17 至 25 岁(M = 21.73, SD = 
1.75); 预科及大一共 93 人, 大二 71 人, 大三 90 人, 
大四及医学专业大五共 121 人。 

新疆维吾尔族样本。在新疆高校选取维吾尔族

被试进行施测, 回收问卷 1034 份, 将不认真作答、

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选出来, 
最终有效问卷共 901 份, 有效率为 87.1%。其中男

生 234 人, 女生 642 人, 性别信息缺失 25 人; 年龄

在 17 至 24 岁(M = 20.77, SD = 1.19); 大一 122 人, 
大二 358 人, 大三 405 人, 大四 16 人。 
2.2  测量工具 

多维族际接触量表。根据接触类型(直接接触、

网络接触、拓展接触、替代接触、想象接触), 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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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触效价(积极与消极接触), 建构多维族际接触

概念并编制量表进行测量(黄飞, 王昌成, 石宽宽, 
哈力克, 2018)。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有五种接

触类型, 共 10 个分量表, 采用 5 点评分, 1 表示这

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5 表示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发生, 2、3、4 介于二者之间, 数字越大表示频

率越高。共 40 个项目, 每个分量表有 4 个项目, 积

极接触、消极接触分别有 20 个项目, 在当前 4 个样

本上两种效价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92、

0.93、0.92、0.92, 0.83、0.90、0.90、0.92, 量表的

结构效度良好。得分越高表明族际接触经验越多。 
族际接触意愿量表。采用 Crisp 和 Husnu (2011)

的量表, 根据当前的族际背景加以修改, 由 10 个项

目组成(例如, 如果你遇到维吾尔/汉族人, 你认为

你与他/她们聊天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遇到维

吾尔/汉族人, 你是否有兴趣与他/她们聊天; 如果

你遇到维吾尔/汉族人 , 你是否想与他/她们聊天), 
采用 9 点评分量表(1 = 一点都不, 9 = 非常)。在 4
个样本上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93、0.93、0.90、0.92。

得分越高表明未来族际接触意愿越强。 
族际自我效能量表。参考 Mazziotta 等人(2011)

的做法, 编制三个项目测量族际自我效能(我相信

自己能够与某族人形成积极融洽的关系; 即使在民

族关系敏感时期我也能够与某族人保持积极的往

来;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在与某族人相处时遇

到的意外情况), 采用 7 点评分, 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在 4 个样本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 0.71、0.85、0.77、0.86。得分越高表明族际自

我效能越高。 
2.3  数据收集程序 

内地维汉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某地区 9 所高校与目标学生取得联系并征得同意

后, 由心理学专业汉族研究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担

任施测者进行施测。第二阶段, 通过维吾尔族施测

者与内地其他 11 所高校学生取得联系, 在说明相

关研究情况征得同意后由每所学校的施测者(给予

书面的施测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进行施测。第三阶

段, 由汉族施测者对符合要求的汉族学生对象进行

施测。鉴于地点和时间的限制, 共有 160 位维吾尔

族学生是通过发放电子版问卷来施测的。给汉族学

生发放 502 份问卷, 回收率 95.6%, 给维吾尔族学

生发放 442 份问卷, 回收率为 93.7%。 
新疆维汉样本的收集：在南疆某高校, 第一阶

段, 主试与心理学公共课任课教师联系, 征得学生

同意, 根据学生的族群身份, 发放相应版本的问卷

进行团体施测, 当场回收。第二阶段, 主试在班会

时间, 征得班主任和学生同意, 以院系班级为单位

发放一般版问卷, 当场回收, 部分通过个别方式单

独施测。给汉族学生发放 900 份问卷, 回收率为

95.8%, 给维吾尔族学生发放 1100 份问卷, 回收率

为 94.0%。 
2.4  结果分析 
2.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匿名方式填写, 采用 5
点、9 点、7 点三类评分等级, 在实测程序上对可能

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部分因素进行了控制。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

验(周浩, 龙立荣, 2004), 结果显示, 在 4 个样本上

第一个因子变异解释率分别为 20.40%、27.95%、

22.04%、24.67%, 均低于临界标准 40%, 故表明各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 
2.4.2  描述统计和两种效价族际接触间的均值比较 

内地和新疆维汉两族共 4 个样本的描述统计分

析结果见表 1。在 4 个样本上分别进行相关样本的

t 检验, 检验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的差异, 结果分

别为：t(447) = 34.04, p < 0.001, Cohen’s d = 1.61; 
t(790) = 45.02, p < 0.001, Cohen’s d = 1.60; t(374) = 
50.38, p < 0.001, Cohen’s d = 2.60; t(900) = 68.81, 
p < 0.001, Cohen’s d = 2.29。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于

消极族际接触, 假设 1 在维、汉 4 个样本上均得到

验证。 
 

表 1  维、汉四个样本上的描述统计 

内地样本 新疆样本 
民族 变量 

M SD M SD 

族际接触意愿 5.64 1.51 6.08 1.66

族际自我效能 5.26 1.03 5.74 1.04

积极族际接触 2.99 0.73 3.34 0.77
汉族 

消极族际接触 1.64 0.42 1.68 0.54

族际接触意愿 6.53 1.50 6.53 1.61

族际自我效能 6.13 0.98 6.05 1.01

积极族际接触 4.10 0.65 3.80 0.72
维吾尔族

消极族际接触 1.71 0.57 1.54 0.58

 
2.4.3  相关分析和效价不对称性检验 

基于内地和新疆维汉两族样本的相关分析结

果呈现在表 2 中。在 4 个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与

族际接触意愿均显著正相关, 均达到中等效应, 加

权相关为 0.56, 假设 2a 在 4 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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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四个样本上的相关矩阵 

汉族样本 维吾尔族样本 
地域 民族 

1 2 3 4 1 2 3 4 

1 族际接触意愿 1.00    1.00    

2 族际自我效能 0.51*** 1.00   0.45*** 1.00   

3 积极族际接触 0.44*** 0.38*** 1.00  0.51*** 0.37*** 1.00  
内地样本 

4 消极族际接触 −0.14** −0.16*** 0.03 1.00 −0.17** −0.29*** −0.13* 1.00 

1 族际接触意愿 1.00    1.00    

2 族际自我效能 0.62*** 1.00   0.49*** 1.00   

3 积极族际接触 0.64*** 0.55*** 1.00  0.57*** 0.49*** 1.00  
新疆样本 

4 消极族际接触 −0.38*** −0.47*** −0.24*** 1.00 −0.23*** −0.37*** −0.15*** 1.00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均显著负相关, 低度

到中低度相关, 加权相关为−0.25, 假设 2b 在 4 个

样本上均得到验证。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对族际接

触意愿的效应差异检验结果：Z = 4.80, p < 0.001; 
Z= 7.57, p < 0.001; Z = 5.58, p < 0.001; Z = 9.15, p < 
0.001, 均为积极族际接触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消

极族际接触的阻碍效应。假设 3 得到验证。 
2.4.4  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积极族际接触、消极族际接触为预测变量, 
族际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 族际接触意愿为结果变

量进行路径分析, 路径图见图 1, 效应分解情况见

表 3。 
结果表明, 在 4 个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既可

以直接影响族际接触意愿, 也可以通过族际自我效

能间接影响族际接触意愿, 加权平均中介率为 24%, 
总效应为中等程度。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

的直接影响在 4 个样本中的 3 个上显著, 且通过降

低族际自我效能显著间接削弱族际接触意愿, 加权

平均中介率为 51%, 总效应为低程度。采用有放回

抽样法, 抽取与每个分样本等容量的样本 5000 个, 
分别进行估计然后计算 95%置信区间(结果见表 3), 
以此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4 个样本上的积极

和 消 极 族 际 接 触 对 族 际 接 触 意 愿 的 间 接 效 应 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 假设 4a 和假设 4b 在 4
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2.4.5  维汉族群样本之间族际接触效应的比较 

在表 2 中呈现的 4 组相关矩阵基础上, 对积极

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消极族际接触和 
 

 
 

图 1  中介效应路径图(PC 积极族际接触, NC 消极族际接触, EFF 族际自我效能, INT 族际接触意愿。虚线表示路径不

显著。路径分析基于相关矩阵, 饱和模型, 呈现的是标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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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维汉族际的效应分解表 

积极接触 消极接触 
样本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率/%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率/%

内地汉族 0.29 
[0.20, 0.37] 

0.15 
[0.11, 0.19] 

0.44 
[0.36, 0.52] 34 −0.09 

[−0.17, −0.01]
−0.07 

[−0.10, −0.03] 
−0.16 

[−0.24, −0.07] 43 

新疆汉族 0.43 
[0.36, 0.49] 

0.15 
[0.12, 0.18] 

0.58 
[0.53, 0.63] 26 −0.13 

[−0.18, −0.07]
−0.12 

[−0.15, −0.09] 
−0.24 

[−0.30, −0.19] 49 

内地维吾尔族 0.39 
[0.29, 0.49] 

0.10 
[0.05, 0.16] 

0.49 
[0.40, 0.58] 20 −0.03 

[−0.11, 0.05]
−0.07 

[−0.11, −0.04] 
−0.11 

[−0.19, −0.02] 69 

新疆维吾尔族 0.43 
[0.37, 0.49] 

0.11 
[0.08, 0.15] 

0.54 
[0.49, 0.59] 21 −0.08 

[−0.13, −0.02]
−0.08 

[−0.11, −0.05] 
−0.15 

[−0.21, −0.10] 50 

加权平均 0.40 0.13 0.53 24 −0.09 −0.09 −0.18 51 

注：加权平均是以各样本上的效应为基础, 以各样本量为权重计算得来。[ ]内的是用 Bootstrap 法得到的 95%置信区间, 如果区间不

包括零, 即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在汉维两族群样本上进行比

较, 结果表明：在新疆地区, 汉族样本上的积极族

际接触效应大于维吾尔族样本 (0.64 > 0.57, Z = 
2.27, p < 0.05); 在内地, 汉维两族样本上积极族际

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差异不显著 (0.44 和

0.51 相比, Z = −1.29, p = 0.20)。假设 5a 在新疆维汉

两族群比较中得到验证, 在内地的维汉两族群比较

中未得到验证。在新疆地区, 汉族样本上的消极族

际接触效应大于维吾尔族样本(相关绝对值 0.38 > 
0.23, Z = 3.40, p < 0.001), 与假设的差异方向相反; 
在内地, 消极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在维

汉样本上的差异不显著(0.14 和 0.17 相比, Z = −0.44, 
p = 0.66)。假设 5b 在两地区的维汉两族群的比较中

均未得到验证, 即消极族际接触在多数群体和少数

群体的效应差异模式未发现在少数群体上更大的

证据。 
基于表 3 中呈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 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新疆地区, 积极族际接触

对汉族的效应与对维吾尔族的效应的置信区间有

重合, 即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无差异, 消极族际接

触对两族群的效应的差异也不显著。若将路径分析

中的效应视为相关进行差异检验 , 积极接触：Z 
(0.44 vs. 0.49) = −0.91, p = 0.36; Z (0.58 vs. 0.54) = 
1.19, p = 0.23; 消极接触：Z (0.11 vs. 0.16) = −0.73, 
p = 0.47; Z (0.15 vs. 0.24) = −1.92, p = 0.055。即总

体上, 假设 5a 和假设 5b 均未得到验证。 
2.5  小结 

研究 1 在维汉族际背景中, 选择内地(维吾尔

族散居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两地区, 同时选

取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 同时测量各种类型的积极

接触和消极接触, 检验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及其对

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 并检验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

作用, 得出如下结论：(1)在维汉族际背景中, 积极

族际接触远远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2)族际接触与族

际接触意愿显著相关, 积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触

意愿越强 , 消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弱; 
(3)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进效应大于

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阻碍效应; (4)族际

自我效能部分中介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

触意愿的效应; (5)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在多

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上的差异未得到一致证据支持。 

3  研究 2：回汉族际背景中的检验 
3.1  被试 

汉族中学生样本。在宁夏某两县高中或初中学

校选取汉族中学生进行施测, 采用整群抽样, 共回

收 969 份, 有效问卷 957 份, 有效率 98.8%。其中

男生 474 人, 女生 452 人, 性别缺失 31 人; 初中生

486 人, 高中生 471 人; 平均年龄为 15.67 岁, 标准

差为 1.80。 
回族中学生样本。在宁夏某两县高中或初中学

校选取回族中学生进行施测, 采用整群抽样, 共回

收 571 份, 有效问卷 565 份, 有效率 98.9%。其中

男生 240 人, 女生 296 人, 性别缺失 29 人; 初中生

301 人, 高中生 264 人; 平均年龄为 15.90 岁, 标准

差为 1.91。 
3.2  测量工具 

与研究 1 所用量表基本一致, 将族际背景转换

成回汉族际背景。在汉族、回族中学生样本上, 积

极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92、0.93, 消极

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92、0.90, 族际接

触意愿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94、0.94, 族际自我

效能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88、0.86。在中学生样

本上各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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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收集程序 
选择宁夏某两县四所中学, 在校方允许和任课

教师帮助下, 共抽取 30 个高中班级和 24 个初中班

级进行集体施测, 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 1823 份, 
回收到标识为回族和汉族的问卷 1540 份, 回收率

为 84.5%。 
3.4  结果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

验, 在汉、回族中学生样本上, 第一个因子的变异

解释率为 24.69%、27.14%, 均低于 40%, 表明共同

方法偏差并不明显。对共同方差偏差的控制与研究

1 相同。 
宁夏地区回汉两族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 4。使用相关样本 t 检验, 结果分别为：t(956) = 
33.14, p < 0.001, Cohen’s d = 1.31; t(564) = 40.48, 
p < 0.001, Cohen’s d =1.39。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

于消极族际接触, 假设 1 在回汉 2 个样本上均得到

验证。 
根据表 4 中的相关, 回汉两族中学生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为中度显著

正相关, 加权相关为 0.58, 假设 2a 得到验证; 消极

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均为较低程度显著负相

关, 加权相关为−0.21, 假设 2b 得到验证。在两个样

本上分别比较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

进效应与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阻碍效

应的大小, Z = 9.44, p < 0.001; Z = 9.20, p < 0.001, 均

为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显著更高, 假设 3 得到验证。 
基于回汉两族中学生样本的路径分析结果见

图 2, 效应分解情况见表 5。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

触意愿总效应中有 24%和 28%是通过族际自我效

能中介的, 用 Bootstrap 法检验该中介效应的显著

性, 假设 4a 得到验证; 消极族际接触通过族际自我

效能对族际接触意愿有显著的效应, 中介率为 49%
和 65%, 用 Bootstrap 法检验该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表 4  基于回汉中学生样本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汉族样本 回族样本 
变量 

1 2 3 4 1 2 3 4 

1 族际接触意愿 1.00    1.00    

2 族际自我效能 0.50*** 1.00   0.58*** 1.00   

3 积极族际接触 0.55*** 0.45*** 1.00  0.63*** 0.57*** 1.00  

4 消极族际接触 −0.20*** −0.27*** −0.13*** 1.00 −0.22*** −0.33*** −0.18*** 1.00 

M 5.99 5.38 3.49 2.00 6.15 5.54 3.63 1.95 

SD 1.75 1.26 0.82 0.69 1.83 1.22 0.88 0.68 

注：***p < 0.001 
 

 
 

图 2  回汉中学生样本上的中介路径图 
 

表 5  基于回汉族际的效应分解表 

积极接触 消极接触 
样本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率/%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率/%

宁夏汉族 0.40 
[0.34, 0.45] 

0.13 
[0.10, 0.16] 

0.53 
[0.48, 0.58] 24 −0.07 

[−0.12, −0.01]
−0.07 

[−0.09, −0.04] 
−0.13 

[−0.19, −0.08] 49 

宁夏回族 0.43 
[0.35, 0.51] 

0.17 
[0.12, 0.22] 

0.60 
[0.54, 0.66] 28 −0.04 

[−0.10, 0.02]
−0.08 

[−0.10, −0.05] 
−0.12 

[−0.18, −0.05] 65 

加权平均 0.41 0.14 0.56 26 −0.06 −0.07 −0.13 58 

注：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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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b 得到验证。 
在回汉两个族群样本之间的效应比较：零级相

关上, 汉族样本上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

相关显著低于回族样本(0.55 < 0.63, Z = −2.31, p = 
0.02), 与假设的差异方向相反, 假设 5a 未得到验

证 ;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不显著

(0.20 与 0.22 相比, Z = −0.39, p = 0.69), 假设 5b 未

得到验证。基于路径分析所得效应的比较, 95%置

信区间有重叠, 即差异不显著。路径分析中总效应

的差异检验：积极接触：Z (0.53 vs. 0.60) = −1.94, 
p = 0.053; 消极接触：Z (0.12 vs. 0.13) = −0.19, p = 
0.85。即总体上, 假设 5a 和假设 5b 均未得到验证。 
3.5  小结 

研究 2 在回汉族际背景中, 在宁夏地区(回族

聚居区)同时选取回族和汉族中学生样本检验研究

假设 , 所得结论与维汉族际背景中的结论基本一

致, 两个研究在两个族际背景中, 样本的群体也有

所不同, 相互之间互为交叉验证, 增强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 

4  讨论 
两个研究在两个族际背景中共 6 个样本上的主

要结果总结如表 6：(1)对于族际接触的量和效应, 
效价很关键; (2)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中, 
族际自我效能有作用; (3)多数或少数这一群体特征

的调节作用未见一致证据。接下来就这三方面展开

讨论。 
4.1  族际接触的效价及效应问题 

考虑接触效价问题旨在回归完整的接触, 此时

需要解决效价确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 有 5 种备选

做法：一是实验操纵, 比如操纵接触对象的姿态、 
 

语调等; 二是根据提名外群体朋友或敌人的数量来

确定; 三是由研究者设置单一或多个积极、消极接

触项目, 要求报告数量; 四是根据接触者的主观体

验确定效价; 五是结合主观体验的强度和研究者设

定的效价方向来测量。当前选用的多维族际接触量

表依循第三种方法, 并考虑多种接触类型, 每种类

型有多个具体接触项目, 且假设所有项目的强度一

致。这比单一项目测量(如 Barlow et al., 2012)具有

更 稳 定 的 心 理 测 量 学 属 性 , 类 似 的 做 法 包 括

Hayward 等人(2017)编制的群际接触经验量表。认

识 到 群 际 接 触 有 多 种 方 式 并 进 行 相 应 测 量 是 对

Dixon、Durrheim 和 Tredoux (2005)的回应, 将接触

层次与方式同时纳入群际接触的概念建构和测量

将更接近真实世界中的群际接触。 
在我国维汉、回汉族际背景中, 积极接触经验

明显多于消极族际接触经验, 这与在其他群际背景

中所得研究结果一致(Graf et al., 2014; Hayward et 
al., 2017; Paolini et al., 2010), 差异的大效应量与当

前维汉和回汉族际关系总体上和谐稳定这一现状

相符。尽管积极族际接触占主基调, 但也不容忽视

地存在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消极族际接触。接触数

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因素中的民族人口结构, 有

研究者称之为多样性(Laurence & Bentley, 2018), 
它是影响族际接触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某个地区, 
人口比例很少的族群内部交往不足以构成支撑正

常运转的全部人际交往, 且在多民族混合编班、嵌

入式社区等物理空间因素作用下, 跨族互动的机会

更多、必要性更大。在当前研究中, 积极和消极族

际接触的加权相关为−0.15, 为低度负相关 , 即在

个体水平上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是相对独立的, 负

相关意味着积极族际接触越多, 消极族际接触倾向 

表 6  结果总结表 

维汉族际 回汉族际 
假设 

内−汉 内−维 新−汉 新−维 汉族 回族 
综合 

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差异(d) 1.61+* 2.60+* 1.60+* 2.29+* 1.31+* 1.39+* 1.75+* 

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r) 0.44+* 0.51+* 0.64+* 0.57+* 0.55+* 0.63+* 0.57+*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r) −0.14+* −0.17+* −0.38+* −0.23+* −0.20+* −0.22+* −0.24+* 

效价不对称性检验(r) 0.32+* 0.37+* 0.34+* 0.39+* 0.39+* 0.48+* 0.38+* 

族际自我效能对积极族际接触的中介 0.15+* 0.10+* 0.15+* 0.11+* 0.13+* 0.17+* 0.13+* 

族际自我效能对消极族际接触的中介 −0.07+* −0.07+* −0.12+* −0.08+* −0.07+* −0.08+* −0.08+* 

积极族际接触效应的族群差异(r) −0.09 0.11+* −0.12* −0.02 

消极族际接触效应的族群差异(r) 0.04+ −0.16* 0.02+ −0.04 

注：r 基于相关绝对值计算, 积极族际接触效应的族群差异为多数群体减少数群体, 消极族际接触效应的族群差异为少数群体减多

数群体。上标：+表示与假设方向一致, 表示与假设方向相反, *表示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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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越少 , 未见令人担忧的同步增加的趋势。这与

Hayward 等人(2017, 2018)在美国族际背景中得到

的发现相似。 
与假设一致, 积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

意愿越强, 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

弱。族际接触经验对接触意愿的效应有几种解释：

首先, 可根据行为主义的驱力动机论和强化观来解

释。越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使得个体形成相应的

习惯, 习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驱力, 驱使个体持续

做出积极族际互动行为。积极族际互动行为伴随着

令人满意的结果或积极的反馈, 如此多次伴随出现, 
积极族际互动行为就得到强化, 在族际情境再次出

现时, 类似的行为就有更高可能性出现。第二, 人

际需求满足取向的解释。积极族际接触往往能满足

互动双方的人际需求, 比如族际友谊能满足亲和、

归属的需要, 使得带有不同族群身份的两个个体形

成积极稳固的联合体, 然后再泛化到其他外群体个

体上。第三, 从环境层面来看, 发生在个体间的族

际接触累积起来就塑造了族际接触氛围或规范, 越

多的积极族际接触意味着：某地区族群间的接触一

是有接触机会, 二是有以往接触先例, 三是族际互

动被允许, 因而往后的族际接触意愿就更强。另外, 
Wright, Aron, Mclaughlin 和 Ropp (1997)的解释迁

移到这里也是合适的。一方面, 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越多, 人们越倾向于将自己或观察的对象作为典型

的内族群代表, 认为内族群规范支持族际接触, 从

而有利于人际层面的互动关系泛化到族际层面。另

一方面, 更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使得人们有机

会更好的了解外族群 , 降低对外族群的认知偏差 , 
减弱消极刻板印象 , 同时也获知积极的外族群典

范。更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使得内外族群边界

逐渐消融, 促进人们看重共有的大的身份, 促进将

外族群纳入自我概念, 形成友谊和心理联结。相反, 
消极族际接触一类的行为未能受到强化, 甚至会受

到来自制度的惩罚 , 因而往后出现的可能性降低 , 
不仅是消极族际接触行为本身, 一般化的族际接触

意愿也降低。消极接触往往意味着人际需求满足受

挫, 导致人际满意度、关联度降低, 关系趋向疏远, 
并将泛化到外族群的其他成员上, 族际接触意愿降

低。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 意味着整个族际接触

氛围不良, 族际接触是不受欢迎的, 甚至会受到来

自内族群的排斥, 内外族群的分立更加凸显, 因而

族际接触意愿降低。 
关于效价不对称性检验, 当前结果显示在族际

接触意愿这一结果变量上, 所有样本上都有显著的

不对称, 差异的方向支持 Pettigrew (2008)的观点, 
即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这与其他研究者以偏

见作为结果变量的不对称检验结果相反(如 Barlow 
et al., 2012)。效价不对称到底偏向的是消极还是积

极 , 已有研究没有达成定论 (Paolini & McIntyre, 
2019), 并没有像 Baumeister、Bratslavsky、Finkenauer
和 Vohs (2001)所认为的那样普遍存在“坏的比好的

更强有力”。究其原因, 可能受到结果变量的类型、

研究的类型以及外群体类型的影响(Hayward et al., 
2017)。首先, 关于结果变量类型, 有研究者认为消

极偏向性或许在一些消极结果变量上才会出现, 而

当前研究关注的接触意愿是积极的结果变量。其次, 
关于研究类型 , 比如横断相关法与实验法的区别 , 
在实验中往往操作的是单一的消极或积极的接触, 
并假定这一操作不会诱发被试回想大量的以往的

实际接触经验, 如此在相同数量情况下检验两种效

价接触的效应大小, 常发现不对称性偏向消极。当

前结果发现积极接触经验的数量远远多于消极接

触, 因而积极接触的效应累积起来就可能逆转效应

大小。第三, 关于外群体类型, 元分析结果显示对

污 名 化 外 群 体 , 消 极 的 比 积 极 的 影 响 更 强 烈

(Paolini & McIntyre, 2019)。但在我国并没有明显的

被污名化的民族, 各民族之间相对平等且相互欣赏, 
因而并没有出现消极偏向性。 
4.2  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或消极族际接触经验部分通

过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对族际接触意愿产生

积极促进效应或消极阻碍效应。具体而言, 伴随着

维汉或回汉族际积极接触经验的增多, 族际自我效

能得到提升, 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 该中介率约

为 25%。与常被关注的群际焦虑、对外群体更多了

解、观点采择等中介变量所扮演的部分中介作用相

似(Pettigrew & Tropp, 2008)。消极族际接触的增多

则会降低族际自我效能 , 进而削弱族际接触意愿 , 
中介率约为 50%, 该发现与先前同时考虑积极和消

极族际接触效应研究的结果类似(Bekhuis, Ruiter, 
& Coenders, 2013)。当前发现为自我效能在群际接

触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提供了中国维汉和回汉族

际背景中的证据。族际自我效能对两种效价族际接

触所扮演的中介作用有所差异, 从中介率角度来看, 
族际自我效能对消极族际接触而言是更有效的中

介变量, 但从间接效应量来看, 族际自我效能对积

极族际接触的中介效应倾向大于对消极接触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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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经验, 包括直接经验

和间接经验, 可以影响其自我效能的建立, 即经验

对认知的塑造。族际自我效能和观点采择、对外群

体更多认知等变量一样是认知类变量(Pettigrew & 
Tropp, 2008), 而像群际焦虑、愤怒等则是情绪类的

变量(Hayward et al., 2017, 2018)。在族际互动和关

系领域, 以往成功的族际接触经验, 比如正向有反

馈的打招呼、坦诚交流民族风俗习惯、建立跨族友

谊、正向的族际信息暴露等, 使个体对自己建立良

好族际关系、应对族际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而且

不断积累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建立起稳定的族际自

我效能; 相反, 失败的经验, 比如互动受挫、起口

角争端、消极互动信息的传播等, 会削弱个体的族

际自我效能, 降低个体对自己应对族际事件能力的

评估, 多次失败的经验, 尤其是失败的经历发生在

相对稳定的自我效能建立之前, 对个体自我效能的

消极影响更大。族际自我效能受到积极和消极族际

接触经验的显著影响, 这是族际自我效能发挥中介

作用的前提之一。中介作用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族

际自我效能对族际接触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 , 符合自我效能感动机理论的预测 , 即“我能

故我愿”。内地或新疆的维汉两族, 以及宁夏的回汉

两族, 在他们在往来互动中, 存在直接和各种形式

的间接积极族际接触和消极族际接触, 在持续族际

互动过程, 两种效价接触经验不断增加, 塑造着族

际双方的效能感等结果, 继而影响将来族际互动轨

迹和族际关系走向。族际自我效能的提升, 有利于

增强族际互动的动机和行为, 反之则削弱族际互动

的动机, 阻碍族际互动行为。 
4.3  族群身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族际接触在新疆汉族样本上

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大于新疆维吾尔族样本, 该

结果与 Pettigrew 和 Tropp (2006)的元分析结果一

致。不过在内地样本和宁夏样本上却没有得到相似

的与假设一致的发现。而消极族际接触在新疆汉族

样本上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疆维吾尔族

样本, 该结果与预期相反。在内地维汉两族样本和

宁夏回汉两族样本没有发现消极族际接触效应的

显著差异。对此结果 , 国外研究者的解释行不通 , 
即他们认为消极族际接触效应之所以在少数群体

上大于多数群体通常是由于少数群体遭遇了更多

的歧视或者在群际互动中有着更多的消极接触经

验 , 因 而 对 于 群 际 关 系 的 影 响 更 大 (Thomsen & 

Rafiqi, 2016; Vedder et al., 2017)。 
总体来看, 当前结果和已有的在多数和少数群

体上同时探讨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研究结果不

同(Kanas, Scheepers, & Sterkens, 2015)。多数或少

数这一群体身份在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调节

作用没有得到一致支持, 对此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国外研究涉及的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情况

与当前研究中维汉和回汉族际背景明显不同。国外

研究常将多数群体与优势群体挂钩, 将少数群体与

劣势群体挂钩, 而在我国的民族政策背景中, 在全

国范围内, 维汉两族或回汉两族虽然在人口构成上

有明显的多数和少数之别, 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却有

着相当的平等。二是未考虑地域因素。在更小的地

域尺度上, 多数和少数情形可能发生转变, 在内地

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 而在新疆, 尤其是南疆地区, 
汉族人口比例则处于少数, 宁夏是全国回族人口最

集中的省级地方。按照这种解释, 那么在新疆应该

是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 汉族的消

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该预测与实际结果不完全

一致, 说明该解释不完全成立。三是由于两种效价

族际接触经验的相对多少以及相互作用所致。比如, 
在内地, 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于汉族的

积极族际接触, 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使得其对于族际

接触意愿的影响也较大。但在新疆, 同样是维吾尔

族接触多于汉族, 但并没有得到积极族际接触对维

吾尔族有更大效应的结果, 说明该解释也不成立。

维汉两族的消极族际接触经验的差异更细微, 而且

从均数水平上看, 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更加远

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使得其可以抵消消极族际接触

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Graf et al., 2014)。 
4.4  研究意义与展望 

在我国丰富多样的族际背景中, 同时关注两种

效价接触的效应及其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

论方面, 加强消极接触研究, 响应 Pettigrew (2008)
的呼吁, 丰富群际接触理论和研究证据; 实践方面, 
研究结果提示和谐融洽的族际关系有积极和消极

族际接触两个着力点。一方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增加积极族际互动, 提高族际自我效能, 从而达

到增强族际接触意愿的目的; 另一方面, 在社会和

个人层面要减少和避免消极互动, 处理消极族际接

触的后续效应, 比如预防族际自我效能的降低。族

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提示, 除了从接触着手增加

族际自我效能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之外, 还可从

族际自我效能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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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和拓展：

首先, 本研究是横断研究, 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或

实验法来更有力的确定因果关系。其次, 样本和族

际背景问题。当前研究基于维汉和回汉族际背景, 
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族际背景, 还有待进一步积

累研究证据来解答。第三, 当前分析的是总的积极

或消极族际接触, 不同类型接触的效应差异和相互

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在不同群际背景中进行细致探

索。第四,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如何共同发挥作用, 
积极接触能否缓冲消极接触的消极效应, 或者消极

接触是否会消解积极接触的积极效应, 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问题。 

5  结论 
(1)我国族际背景中 , 积极族际接触远多于消

极族际接触, 积极族际氛围是主基调。 
(2)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促进族际接触意愿 , 消

极族际接触经验阻碍族际接触意愿。 
(3)效价不对称性表现为积极接触效应优势。 
(4)族际自我效能对积极、消极族际接触经验的

效应均能起到中介作用。 
(5)积极、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在多数或少数群

体之间总体上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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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more contacts bring stronger contact intention? It depends on valence and efficacy 

HUANG Fei1; WANG Changcheng1; SHI Kuankuan2; HALIKE Ababaikere3; LI Linpeng4 
(1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6, China) (3 Xinjiang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Urumqi 830049, China) 

(4 PengYang No.3 Middle School, PengYang 7565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y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today’s societies, interethnic relations can exert a great effect on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a given social system. For multi-ethnic countries like China, achiev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an important but difficult task. Intergroup contact has been confirm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ejudice reduction strategies across different target groups, situations, and cultural 
contexts, especially when the four optimal conditions, equal status, cooperation, common goals,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re present. However, past contact research is biased because its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positive 
contac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xamination of negative contact, especially in China. 
Moreover, much of the prior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intergroup cont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ity groups.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this article tested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s, and intergroup efficacy was examined as a mediator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effects.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within two interethnic backgrounds on six samples in total. They were 448 
Han (Mage = 20.3, SD = 1.66) and 375 Uyghur (Mage = 21.7, SD = 1.75) from several inland cities, and 791 Han 
(Mage = 20.1, SD = 1.23) and 901 Uyghur (Mage = 20.8, SD = 1.19) from Xinjiang Province of Study 1, 957 Han 
(Mage = 15.7, SD = 1.80) and 565 Hui (Mage = 15.9, SD = 1.91) from Ningxia Province of Study 2.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measuring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experiences, interethnic self-efficacy, and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All the measures in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each sample. Data were then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pendent t-t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omparison, and path analysi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related to the 
valence of contact and the role of efficac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quantity of posi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was significantly much more than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in all six samples. The weighted average effect size measured by Cohen’s d was 
1.75. (2)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osi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and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in all six 
samples were positively significant with medium siz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and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in all six samples were negatively significant with small sizes, with weighted 
average rs 0.57 and −0.24 respectively. (3) Valence asymmetry effect showed positive interethnic contact’s 
effects on enhancing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were greater than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s effects on 
weakening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The weighted average r difference was 0.38. (4)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exerted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s on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via interethnic 
self-efficacy with weighted average indirect effects of 0.13 and −0.08 respective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could also affect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directly. (5)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s’ effects on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were stronger among Han compared with Uyghur in Xinjiang, 
and positive contact’s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mong Han than Hui in Ningxi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samples in inland samples on both effects,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Ningxia samples on negative contact’s effect. In general,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the 
majority-minority status was not supported.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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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fficacy demonstrat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ly, conducting research taking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simultaneously could not only serve as a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strengthening negative contact research,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enriches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through 
acquir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ethnic background and contributes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ntergroup contact. Practically, the findings presented above suggest that to achieve harmonious interethnic 
relations, effectiv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promote positive interethnic contacts and prevent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s through increased interethnic self-efficacy or directly enhancing the contact intention. 
Key words  posi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intention of interethnic contact; interethn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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